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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倾向性评判，提示了现实理论政策型研究与历史性研究

沟通与对话的必要性。在历史性的透视中，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形态特征有着自己的内在

逻辑：在探求革旧与立新之间最佳结合点的过程中，价值观形态总体上呈现为“变”与“不变”的融合互通；

价值观形态的一元化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模式的选择有着必然和应然的逻辑关系；价值观变迁由

散化到整合的趋向也体现着对近代以来中国人价值观“一盘散沙”形态的矫正。对这些形态特征和历史逻

辑的总结，将为今天的价值观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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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所谓价值观，综合国内相关研究者的界定，

一般是指个体或群体认知体系中关于生活的基

本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观念的总和，它以稳定

而持久的形态对个体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产

生着重要影响，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善美和假丑

恶的价值准则。在对价值观的理解方面，西方学

者克拉克洪（Kluckhohn）的相关定义或许更为通

俗易懂：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关于什么

是“值得的”的看法［1］。就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价

值观从属于文化范畴，但它是“文化的内核”，它

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观精

神状态，它发挥的是一个社会在时代发展过程中

的风向标作用。就价值观的本质特点而言，一方

面，它典型体现了文化延承的内在稳定性，但另

一方面，在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过程中，价值观

并非静流止水，相反，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的

特定时期，价值观的兴衰生灭变化尤其明显。纵

观近现代中国历史，几乎每一次的社会转型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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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革都会伴随着价值观解构或重构的过程。

因此，将一个社会某一历史时段的价值观置于宏

观历史的背景下予以观察与定位，考察其在此历

史时段的总体特征，剖析其总体特征所形成的历

史逻辑，对于理解这个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现实形

态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新中国成立

后三十年（1949─1979）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其主

旨和立意正在于此。

在学者基于价值观变迁视角的观察中，新中

国成立后三十年（1949─1979）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时段，有学者将之与“1919─1949”“1979─2009”
视为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发生巨变的三个时段，

认为“比较三个三十年的价值观变迁，大约比物质

成就更能清晰地勾画出我国社会变迁的轨迹”［2］。

但就总体而言，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价值

观变迁，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

研究还是相对薄弱，许多研究只是在侧重于改革

开放之后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基础上略带提及。更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略带提及往往又间杂着对这

一历史时段价值观变迁的消极评价，如价值观的

一元化、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

忽视甚至否定等等。即使肯定其积极方面，也是

一带而过，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或提供

一种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从而也呼应了当下社

会上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简单

化两极态度。因此，以历史逻辑的梳理为基础，形

成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形态特征的

理性认知与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

义。

一一、、革旧—立新革旧—立新：：价值观形态的价值观形态的

演变演变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在历史研究中要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

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3］。以同

情理解的态度看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历史与现状，

将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命运和价值观变

迁的波折起伏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与理解。

（一）革旧与立新：中国近代以来价值观形态

演变的主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体

系是历代封建王朝文化传承的主流。在近代受到

西方文化冲击之前，儒学虽经历了汉代董仲舒的

阴阳五行说、宋明程朱陆王的伦理本体心学论及

清代乾嘉考据学等带来的演变，但这种演变仅仅

是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而非本质性的改变，儒学

一直掌控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家园。以儒学为

核心的价值观体系以忠孝节义为主旨要义，以所

谓的“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从而形成封闭的单

一式价值观体系。

在近代中国濒临国家与民族危机的特殊历史

境遇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开始面

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与挑战。此时的中国

社会正破败不堪：经济衰竭，军备废弛，文化失落；

西方列强或强暴掳掠，或虎视眈眈。面对近代中

国社会这种积重难返的历史困境，诸多仁人志士

投入“救亡图存”的探索中。面对老大中国已然沦

为列强“俎上之肉”的现实命运，中庸调和显然自

欺欺人，顽固守旧更是自寻绝路。正如梁启超所

言：“然当过去未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

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

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

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

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故必有大刀

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

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4］

唯有激进的革命，才能以“大刀阔斧之力”和“雷霆

万钧之能”，使这个背负几千年历史重负的老大中

国彻底地弃旧迎新，在现代化之路上轻装前进。正

因如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股激进的民主主义

文化大潮呈现出不可逆挡之势，以陈独秀等为代表

的知识分子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力抨击传统

价值观体系，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助动力，也为一个立志让传

统中国改天换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

了重要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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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激进的民主主

义文化于积极意义之外，也存在另一方面的难以

忽略的瑕疵。在“革旧方可立新”的文化革命主题

中，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文化革命实践取向中，基

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命运，部分激进文化

流派的破旧取向渐趋激烈，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

文化被全盘否定，甚至包括中国文化的载体——

中国文字也成为批判与抨击的对象。如有人认为

“中国现有之文字不适于用，尽早必废……既废现

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等等［5］。这

种激烈极端的取向虽然对“革旧”有益，但也不免

因用力过度而失于肤浅张扬。由此而致的“革旧

不足，立新未成”，使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瓦砾狼

藉，器物播散”的苍凉之象更甚。也正因如此，在

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

共产党一直试图在价值观的革旧与立新之间寻找

到最佳的结合点。

（二）“变”与“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

值观形态的总体性特征

在近代以来以革命为关键词的时代背景下，

产生于近代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共产党，自然继承

了近代革命理念中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之

后，在开辟新纪元的历史转折中，在冷战铁幕降

临后的意识形态两极格局下，在对待传统文化方

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坚持了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理性原则，在实践中，

以上述原则为指导的革旧与立新既给新中国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新气象，也曾在“文化大革

命”中走向极端，在革旧的摧枯拉朽之势下，所谓

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似乎已经被涤荡

殆尽，而以革命文化为主体内容的立新似乎凯歌

高昂。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成为过去，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却让我们发现了更为丰富和

复杂的历史变迁逻辑中的“不变”：在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一直未曾远离。

在近代以来国人精神家园的艰难开拓中，在

旧与新的并存中，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本身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具的政治

家。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

博的历史知识。以毛泽东为例，新中国成立后，

多达 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毛泽东硬是在百

忙之中抽出时间全部通读完毕；尤其是《资治通

鉴》，毛泽东竟然读了 17遍；《毛泽东选集》四卷

本中，所引用的成语典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古籍的非常多，据统计多达数百条［6］。刘少奇

也是一位在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中

共领导人，刘少奇 1939年撰著的《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在并不算长的 4.8万字的篇幅中，竟多达

10余处引用了中国传统经典；直到今天，中国革

命博物馆还保存着刘少奇当年读过的 7本残破

的古书［7］。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走上革命道路实

际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交融的结果。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的家乡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孕

生地，在湖湘文化的内蕴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家

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

所体现的救国救民情怀，尤其是重视经世务实

的实践取向，曾经孕育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有

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革命者正是受此影响，

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向西方寻求真理，而当他们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并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依然

是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者。可以说，传统文

化的某些特质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从 1921年

建党到执政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

路、思想路线、自身建设、军事思想、经济建设、

文化方针等，无不浸染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痕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成果的精髓，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

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同样，从这一视角重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

的价值观建设，也不无现实意义。关于新中国成

立后三十年价值观的形态特征，诸多学者将之概

括为“一元化价值观”，这种一元化价值观具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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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或“精神至上主义”等

等［8］。也有学者曾经对传统中国单一式的价值观

体系的特征进行过总结，包括重义轻利、崇德尚

礼、整体至上、爱国主义等等［9］。显而易见，这种价

值观所包含的群体重于个体、精神生活高于物质

生活等形态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

的形态特征具有相当的内在契合度。因此，新中

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价值观形态总体上呈现为“变”

与“不变”的融合互通：它一方面以革旧与立新为

要义，形成价值观形态与时俱进式的变化，同时又

在探求革旧与立新之间最佳结合点的过程中，形

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继承为历史逻辑的

不变。这是分析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

观变迁时值得注意的首要方面。

二二、、工业化工业化──一元化一元化：：价值观形态价值观形态

的必然与应然的必然与应然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

论，一定时期的价值观形态特征是相应经济基础

的反映。确实如许多学者所说，新中国成立后三

十年价值观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具有高度同

质性的一元化，但客观而言，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工

业化模式的选择有着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三

十年价值观形态的历史逻辑背后，典型显现了一

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探求自己现代化道路过程

中的两难选择。

（一）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模式选择

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一个没有任何直接性

资金积累方式的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这是执

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责任与难题。众

所周知，自近代开始经历了百余年战乱的旧中

国，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遗产，是一堆饱含民族

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一个拥有近六亿人口的东方大国，1949年工农业

总产值中，农业占 70%，工业只占 30%，而现代工

业产值只占 17%。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

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内地只有不到 30%的份额［10］。

毛泽东曾经在 1950年总结说：“现在我们能造什

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

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

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这段话典型反映

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业化现状的清

醒认知和忧患意识。在195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大

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搞工业化建设

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简而言之，这种理想规

划的思路就是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但是，在中

国，现实总是比理想规划要复杂得多。在理想中，

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必定能够解决近代以来的

仁人志士一直期许的“平均地权”问题，必定能够给

中国的农民带来翻身解放后的富裕和幸福，但在

现实中，土地改革之后的中国农村，又面临着新

的问题：贫困农民生产资料的困难、单个农户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弱、生产技术落后等等；在理

想中，工业化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

长远大计，农民自然会全心全意地积极支持，但

在现实中，一些农民打下粮食还是更愿意自己留

着好好享受或卖给出价更高的私商，当城市生活

好于农村，农民还是更愿意到城市谋生路而不是

在家种地把粮食献给国家支援工业化，因种植

棉花等工业原料比种植粮食作物更辛苦，农民

更愿意选择后者；在理想中，我们允许私营工商

业的存在，然后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

进行公私合作，从而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并为全

面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基础，但在现实中，利益

诱惑面前，一些工商业者唯利是图，偷税漏税、

偷工减料，甚至有资本家将主意打到了抗美援

朝相关物资方面，给国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

失。如此种种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

的东方大国，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全盘规划，

没有政府对民众价值观的整合从而形成万众一

心的强大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将会遥遥无期。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计划经济模

式的内在原因。

因此，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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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的发

展思路，决定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中

国的工业化发展也由此开启了计划经济模式。这

种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模式由

一系列制度体系构成，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统购

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与中国的工

业化进程紧密联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战略

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不会也不

可能复制世界上曾经通行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

一般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经过综合性考虑，中

国参考了社会主义苏联“剪刀差”式的内部积累方

式，决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以“工占农利”的方式

进行新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央政府一开始并未封闭自由市场，当时政府

获取粮食的主要渠道不仅有征收公粮也有市场收

购。但随着工业化建设规模的铺开，国家所能够

掌控的粮食数量与必须负担的城乡粮食供应量之

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缺口。一些私人粮商则趁此

机会囤积居奇谋取私利，从而使粮食供销矛盾更

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害相权取其

轻”。统购统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

工业化的进程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

的角色：一方面，国家对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统

购统销，使轻工业有了一个稳定的、成本低廉的原

材料来源，从而获得了保护性发展；另一方面，国

家从轻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税又被投入到重工业

当中，从而保障了重工业的发展。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形成的城乡二

元化的户籍制度，也是根据中国工业化赶超战略

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起着让农村支撑

城市、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功能。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的城乡迁移是处于自由流动

状态。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开启之后，由于是通

过工农业剪刀差、以“工占农利”的方式进行新中

国工业化的原始性资本积累，而以重工业为中心

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便是资金投入需求

量大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则较弱。因此，尤其是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后，工农业剪刀差骤然拉

大，城乡生活的差距也明显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本能式的利益驱动，农村劳动力自然会大量

向城市涌入，这将使城市粮食等资源短缺的问题

更加严重，因此，为保证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逐渐形成。其主体思路

是：在城市，以社会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居民低

工资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在农村，则以二元化的户

籍制度将农民牢牢绑定在土地上。当时的户籍制

度与统购统销制度、社会主义改造交相呼应共同

作用。通过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以此缓解

工业化过程和加快城市化给国家带来的压力，保

证农业能够稳定地为工业提供支持。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工业化模式的选

择，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各种模式选择实

际上都是双刃剑，需要历史视角下的综合考察与

辩证分析，而非抛弃历史情境将当时的制度模式

孤立地挑拣出来，再以当下的标准进行简单化地

是非评判。这些制度确实也存在着弊端，但客观

而言，这些制度的形成对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工业

化建设的完成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

种工业化思路的实施，时至今日是否又会有人指

责中共执政三十年未完成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历

史无法假设，但理论上的指责与批判永远比身在

其中的实际情境简单轻松得多。

（二）一元化：工业化模式选择之下价值观形

态的必然与应然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问

题，实际上当时就有不同的认识，最典型的便是

“九天九地之争”。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就新

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今

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

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12］

这一意见引发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在

此后不久，毛泽东论证了大小仁政的辩证关系：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

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发展重

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

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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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

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

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

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3］

据学者的研究，实际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统

购统销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其态度经历了非常

复杂的变化过程。毛泽东曾经是中共领导人中最

重视农民作用，也最关心农民状况的人。但在新

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开始，他却支持了让农

民过得较苦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促成其态度

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一五”计划的实施为起

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需要［14］。因此，在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认知中，关于

大仁政与小仁政，其实就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

益”的关系问题。见惯了革命中的流血牺牲，在中

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认知中，眼前利益固然重要，

但为了实现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必

须牺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这

是一种天经地义。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自然

本能地更看重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在工业化

进行过程中，自然要把这种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

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灌输和培育视为理所当

然。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

泽东等领导人反复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

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要“公私兼顾”，“个

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

随着改善了”。“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

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15］

并提出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16］，

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

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17］。而以计划经

济为中心的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配套制度，客观

上又为这种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

价值观的灌输与培育提供了有效保障。以这种高

度同质化的一元化价值观为基础所形成的强力式

整合，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工业化的完成

提供了上层建筑的有效支撑；反之，新中国成立后

三十年价值观形态的一元化特征与工业化模式的

选择有着必然和应然的逻辑关系。

三三、、散化散化──整合整合：：价值观价值观““一盘散一盘散

沙沙””形态的矫正形态的矫正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价值观变迁，典型体

现了一个历史悠久但命运多舛的东方大国精神家

园重建的艰难历程和曲折轨迹，同时也体现着对

1949年之前近代以来中国人价值观“一盘散沙”形

态的矫正。

（一）散化：新中国成立之前国人价值观的基

本形态特征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

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经历前

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救亡图存，成为决定中国国

运民生的历史时代主题。于此背景下，诸多仁人

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

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

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

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激烈的争执与论战

中，各种文化思潮的价值取向虽大有不同，但其

目标取向却具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直指救亡图存

的时代主题。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家与民

族的独立自强自然而然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取

向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顽固守旧、中庸调和也

好，激进革命也罢，多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国命家

运的担忧和对国富民强的向往，也是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为之奋斗不息、孜孜以求的中国梦的重要

体现。自此，传统中国进入东西方文化激荡、冲

突与融合的风云变幻时代，封闭的单一式价值观

体系开始衰微与走向崩溃。伴随这一过程的，就

是国民劣根性的显露无遗，如学者的总结：民族

奴性，缺乏个性尊严；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

私人本位，缺乏集体观念，等等［18］。在价值观的

散化形态下，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

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

态。这种状态确实值得国人反思：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如果没有以主导型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

观整合，如果国民有茁壮的躯体而无健全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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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对国强民富肯定毫无益处。中国人民的价值

观体系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

重新开拓？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

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政治参与训练说、陈

独秀的思想文化阶级革命论、李大钊的物心两面

改造思想、鲁迅的立人以建立人国思想，等等。但

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

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因此，

如学者所言，直到 1949年之前，整个中国从经济、

社会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处在变动无序的状态之

中。传统支离破碎，但新的、富于生机的精神世界

和行为模式却并未形成［19］。

（二）整合：中国共产党对价值观“一盘散沙”

形态的矫正

纵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

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

程，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一个政党重塑和整合国人

价值观的探索和努力。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曾

经提出过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认为中华民族几遭

沦亡惨境，根子在民智暗愚；改造社会、救国图存

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20］。那么如何进

行人心民心的改造以形成国民价值观的整合？如

何形成国民全新的价值观重塑？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实践中，

一个全新的中国式民族文化的建构思路逐渐形

成，即1940年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民族的，所以它主张中

华民族的尊严、自强与独立；它是科学的，所以它

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要持辩证的态度，

剔除其糟粕而吸收其精华；它是大众的，所以它为

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会成为他们的文化。以上述

的文化建设思路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重塑和整合国民价值观的核心理念，那

就是团结精神。在1939年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

的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没有团体，这种

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作心

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

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

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21］有一首著名的

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是产生于抗战时期

的1943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唱至今。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

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等一系列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和

精神支柱。归根结底，他们体现的就是一种为革

命目标和建设事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

随着 1949年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

党的条件下，这种团结精神成为其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促动力。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要

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要

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2-1］。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

话中，毛泽东指出：“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

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并强调：“国家的

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就是咱

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2-2］因此，新

中国成立之后以团结精神为核心所进行的国民价

值观重塑和整合，在实践中落实为新中国成立后

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主体特色：一种以国家和民

族大任为担当，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准则，以执

政党的介入和倡导为主体，以强调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等为导向特征的价值观体系逐渐

形成，这种价值观体系可以称之为主导型价值观

体系。

这种主导型价值观体系，体现了新中国成立

后三十年国人价值观由散化到整合的整体趋向，

包含着对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价值观“一

盘散沙”形态的矫正。它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一方面，它结束了近代以来国人精神家园漂泊

无依、无所归从的散化状态，完成了国人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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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和整合；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主导型价值观

体系的导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

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穷二

白的落后农业国，变成了世界工业强国之一。近

代以来国人苦苦追求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得以

实现，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兴国之基得以奠定。

资料显示，1952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农业占 64%；而到 1975年，这个比率完全颠

倒过来，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仅占

28%［23］。无可否认，在这一经济奇迹的背后，正是

这种主导型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支撑。

结语结语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已有相关研究

中，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主导型价值

观归入传统范畴，认为它是“一种以儒家价值观为

总体框架并内涵某些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具有某

种极端化、空想化色彩的价值观”［24］。但在历史

视角下的观察中，每一历史进程中的转型必然带

来价值观的重构问题，其中自然有对原有价值观

的反思与矫正，甚至会有所谓“矫枉过正”的偏极

取向。在历史的延续中，这种偏极的取向是从近

代而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相反，正是经

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沉淀，才有了对

近现代以来中国价值观变迁历史逻辑的深刻透

视，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后价值观建设的理性反思

与全面调整。于此过程中，一些学者所说的新中

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高度政治化特质或

“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取向”［25］，是近代以来历史

延续的必然。在历史的延续性中，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不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传承、国情特色，没有

纯粹的传统或纯粹的现代，从传统至新中国成立

后三十年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今，在中国社会主

导型价值观体系的框架内，肯定有诸多方面的延

续性存在。一些在民族历史进程的大浪淘沙中洗

炼出来的积极价值观，应该也必将为现在和将来

的价值观体系所传承。当下中国的价值观建设，

需要的是历史延续性之下的动态观察和经验总

结，而不是静态的简单评判和定性。对新中国成

立后三十价值观变迁的倾向性评判，也提示了现

实理论政策型研究与历史性研究沟通与对话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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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Logic: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of Values in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U Songtao CHENG Meidong

Abstract: The tendentious evaluation over the changes of values in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uggested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practical theory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Form Features of the change of values in the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logic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whole, the form of values is presented

as a combination of change and steadines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best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 of the form of values ha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oice of the

road of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trend of value changes from discretization to

integration also reflects the correc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situation of too much different Chinese values since

recent times. The summary of these form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logics will provid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today.

Key Words: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Change of Values，Form Features，

Histor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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